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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合治的法律传统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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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如德法合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宝贵的国家治理理念，从皋陶开始至今，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今天我们在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目标的同时，应当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让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法律之树上能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中国目标的美好善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中国的题中

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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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tradi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morality and law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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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e concept of combining morality and law in governance is a valuable national governance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been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ce Gaotao. Today,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so tha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can bear the beautiful fruit of realiz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rule of law China on the legal tre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is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rule of la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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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

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1] 中国古代德法合治传统由来已久，是我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研究其制度表现特点及推动其转化发展，有助于更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发展历程

（一）德法合治的发端

我国德法融合治理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皋陶时期。

作为帝禹时代主管司法的官员，他开创了五刑五典制度（五刑指

的是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而五典指的是礼仪、道

德、音乐、教育、刑罚五种典章制度。）。而在五典之中，刑罚

制度被排在了最后，可见在皋陶时期，更侧重对老百姓的道德教

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尚书·大禹谟》），只有道德

教化没有作用时，才动用残酷的刑罚。同时，对老百姓的道德教

化，皋陶提出了“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五德”的提出，旨在引导人们理解并遵循最基本的人际

关系准则，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相互礼让，并明确行为的

界限，知晓哪些行为是适宜的，哪些是应当避免的。维护伦理纲

常，从而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皋陶这些

思想的提出，为后世国家治理中德法共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提出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

国理念。孔子强调，道德教化应当置于法律刑罚之先，主张通

过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引导民众，而非仅依赖刑罚的外在强制

孟子主张“王道论”，首倡实行王道而拒绝暴政，并因此获得

民众广泛支持。荀子吸收战国法家的思想成分， 主张统治者

在实行礼治的同时， 法也不可以偏废， 应该礼治为主， 礼法 

并用。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产生

在春秋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学派提出了众多关于

实施仁政的理念。但动荡的社会背景和连年的战争让各国更加注

重于追寻富国强兵之道。基于新形式的需要，法家思想在各国兴

起。如商鞅在秦国奉行的“任法而治”“循法而治”“以法治国”“唯

法为治”等概念。[2] 以秦国为代表的国家采用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法

家“霸道”之策，强调用严酷的刑罚进行治理，德礼等并未引起

统治者的重视。秦国通过这类公开的，具有强制力的成文法，让

臣民对君主保持绝对的服从，从而在国内构建万民绝对服从于君

的体制，使得秦国力迅速增强，最终统一六国。但秦王朝没能维

持太久，历经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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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法合治理念的融合发展

秦二世而亡引起了汉王朝统治者的反思。在汉朝初期，采取

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体系，但在治

理理念和具体措施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贾谊等儒家学者的积极

推动下，开始形成了“礼法并用”和“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

即道德与法律相互融合，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汉武帝时

期，董仲舒主张“德治”，同时明确提出了德与刑的施用比例，

即“百与一”，恰如天之“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

罚，犹此也”。[3] 至此，“德主刑辅”思想正式确立，并成为日后

服务于封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

德法合治概念作为一项正式制度予以确立，是在唐帝国时

期。《唐律疏议》“名例”篇开篇写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

为政教之用。”[4] 这是自汉王朝提出“德主刑辅”以来的一大进

步。同时，唐律将德礼、刑罚的关系比作是自然现象的“昏晓阳

秋”，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

须而成者也”。[5] 自此，德法合治的理念作为一种官方的治国方略

正式形成。

唐以后的统治者，都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对德法合治

的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如清代康熙皇帝奉行教惩一体的主

张，强调“罪疑惟轻”，主张情可矜疑，罪未允协”。[6] 这些都是

后世继任者德法兼举的表现，可以说，“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

理念贯穿了封建王朝发展始终，直至清末。

（四）德法合治体系的崩塌

自清朝末期起，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日益加剧，导

致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内许

多有远见的人士开始寻求变革以振兴国家。清朝末期的改革尝试

模仿西方的大陆法系体系。他们明确区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主张法律问题应由法律来解决，而道德问题则应由道德规范来引

导。这样的做法保障了人权自由等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但忽视

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些中华传统美德，由于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做

保障，变得虚无缥缈。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由于当时的法

律仅仅规定了在物质层面有赡养老人，抚养儿童的义务，但是没

有保障精神层面的义务，使得当时的社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

如此种种，有一些明明是违反了社会的一般道德价值，但是因为

法律没有做出规定，即使有规定，处罚也较轻，无法做到震慑，

社会上出现大量“依法缺德”的社会现象。[7]

综述，德法合治的儒家治国理念在封建王朝经历了兴起到与

法家依法治国理念相抗衡，到成为正统的治国方略，并最终在清

末变法中消亡的完整历程。

二、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具体表现

自汉以降，明德慎罚、隆礼重法、德主刑辅、德本刑用、德

礼政刑等反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论图谱逐渐为历代统治者所

延用。汉代以后，法律开启了儒家化的历程，历朝历代的制度都

深受其影响，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史，古代中国德法合治的

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层面

自汉代以后，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法律儒家化”，主要表现

在在官方制定的律令当中。自秦统一天下始，一直延续到1912年

清朝灭亡，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颇为严密细致的律令，范围涉及

国家治理的众多方面。通过“礼法融合”，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

观念被纳入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道德为主导、刑罚

为辅助的特色。汉代以后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道德的要求融入

到了法律文本之中，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问德刑并用，

常典也，或先或后时宜 ? 刑教不行，势极也”。正如之前提到的

《唐律疏议》开篇所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以

及“刑、礼、道迭相为用”，这些原则旨在满足维护封建秩序的

多重需求，并发挥着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

（二）司法实践层面

德法合治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具体表现为刑罚的慎用。“明德慎

罚”渊源于古老的西周。封建统治阶级也继承这一思想，某些时期贯

彻在立法、司法过程中，体现出德法相依的色彩。自秦汉时期起，中

国司法体系中发展出了“三谳”制度，包括“奏谳”、“请谳”和“会

谳”。这一制度体现了对死刑判决的严谨态度。实际上，在儒家思想

的影响下，历代君王都非常注重剥夺生命权的法律程序。在晋武帝

时期，死刑案件首先由主管官员审理，对于复杂或疑难案件，则需由

廷尉和三公尚书共同“议事以制”，即依据法律和儒家经典来解决。

最终，案件需上报皇帝审批，以显示对生命的尊重和重视。在这种司

法制度下，一般情况下，皇帝的最后“擅断”大多是例行公事，其一

般不会任意改变会审结果，或一意孤行地生杀予夺。[8] 此外，司法实

践中贯彻明德慎罚的具体措施还包括反酷刑，汉代以后，清末以前，

尽管律法中对于身体刑的有关规定并未有大的变动，但随着王朝的更

替，历代有识之士主要是在实施笞、杖的刑具、对象、部位、数量上

加以限制，以减轻它的残酷性。

（三）注重礼乐教化

张晋藩教授将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总结为八个字：“礼乐刑

政，综合为治”[9] 自西周时期起，我国政治体系中便确立了礼乐制

度，并将其作为文化传承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工具。除了《周礼》

之外，历代正史中关于《礼乐志》的记载和专门的礼书编纂层出

不穷，显示出国家对礼乐的极度重视。自汉代起，思想家和政治

家们从秦朝的覆灭中吸取教训，认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性不亚于

法律，于是将儒家思想经过调整后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

“三纲五常”确立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广泛地融

入到教育体系、家庭生活、选拔机制、地方传统和政府奖励中，

旨在转变社会风气并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这也有助

于确立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义利观，构建封建社会的秩

序。历史上，许多遵循儒家教化的官员擅长推行礼乐教化，这对

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无论是政权的持续还是更迭，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中

原，只要重视并推行礼乐教化，国家就能繁荣昌盛；反之，如果

忽视礼乐教化，国家就会走向衰败。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

具体的礼乐制度和教化策略也需要适时地进行调整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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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德法合治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领导层深

刻的意识到法治建设需要与德治想结合。2013年2月，习近平同

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

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0]

这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治国理政智慧而提出的思想主

张。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11] 到党的十九大报

告再度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12] 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再次提出，需要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

于提供历史借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13] 研究法制史对

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理念的当代启示意义主要有如下。

（一）法律与道德应当相向而行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

都不可忽视。[14] 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当

中历来体现法律对道德的维护，只要是破坏良好道德风尚，与人

们内心的善良理念不符的行为，往往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惩罚；反

之则受到法律的鼓励与保护。我国走向现代化以来，经济突飞猛

进，而这所带来的一个比较不好的问题就是人们过于追求经济效

益，道德追求逐渐被遗弃。“接脚夫案”“于欢案”等。当存在违

背善良风俗、伦理道德的行为时，法律就成了约束他们最重要的

武器，好在这两个案件中，法律都有做出有关规定，同时法院严

格执行法律，最终维护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新时期，我们一方

面需要加强道德对法律的支持作用，重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将

法治的要求融入道德体系之中，在道德教育中强调法治的精髓，

用道德的力量来培育法治精神，从而为法治提供坚实的道德基

础。同时，通过法律来体现道德理念，确保道德有稳定的制度保

障。另一方面，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把道德要

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运用法

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二）司法实践中应做到法治化与人性化相结合

但凡是成文法，便具有滞后性，这是法理学中最基本的概

念，立法者无法对将来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准确的

预测，这就需要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充分发挥其灵活性进行处

理。封建王朝时期，我国的律法历来贯彻“明德慎罚”的原则，

只有严重违背法律的行为，才会对其予以处罚。在当代中国，法

院应当充分的维护法律的权威，不得违背法律，这是依法治国的

应有之义；同时，应当人性化，本着“司法为民”的原则，在不

违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同时适当性地向弱者倾斜；应本着惩

罚与教育并举的原则，针对实践中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的案件，

本着教育优先的原则，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和健康成长

的需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现代化建设中

古代中国长期推行礼乐教化。在儒家思想理念之中，礼乐文

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文明，更是一种精神性教养。荀子首倡

“移风易俗”，旨在使道德教化伴随着音乐的情感感染，变得自

然，以引导礼教说形成的由分别的群体归于和谐，从而将社会群

体统一于道德。礼乐教化在当今的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真正把其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导向，推进移风易俗，破除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与现代化建设

不相符合的陋习，或将其进行改造，使其符合当代价值。

总之，由于封建制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德

法合治的内涵也应有所改变。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作为我

国法律的根据，在现代应该有创新性的发展，不应原文照抄古代

的法律制度。“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中国当前的

法治建设中，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融合，提升至法治建

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层面，并切实贯彻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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